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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荣幸地获得欧洲最大的工程协会——英国工程

技术协会（IET）成就奖章，也由此成为获得这

一殊荣的首位华人。发奖大会后，很多人向我握

手祝贺。那时候我知道我代表的不光是中国人，

而且也是“清华人”。

2002年以来，由于政府政策的改变，英国大

学教育和科研发生了本质变化。像格林威治这样

的新大学（即1992年以后从原来的Polytechnic改

革成立的大学）都逐渐出现了科研资源紧缺和科

研支持不力的现象。2004年6月我带领整个科研

组连同所有科研经费和仪器设备，从格林威治大

学移迁至肯特大学（University of Kent），并

担任仪表、控制和嵌入式系统研究中心主任。自

2008年8月起我被任命为肯特大学工程学院的科

研主管。肯特大学坐落于风景秀丽的历史名城肯

特伯雷（Canterbury），地处英格兰东南部，又

十分靠近英吉利海峡，这为与欧洲其他国家的交

流与合作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肯特大学本身

雄厚的研究实力为我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更加良好

的发展环境。

截至2009年底，我己发表260多篇学术论文

和十多本专著，成功指导近10名博士后出站，20

多个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毕业。因研究贡献突出，

我和我的研究团队获得2006年IET工程技术创新

奖。我们的研究成果在国外电视节目，技术期刊

及网络上均有报道。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海外

版也报道过我们的成绩。2005年4月我被聘为浙

江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的光彪特聘教授。2006年

9月我成功入围，成为天津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

授，也是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领域中首位长江

学者。因在煤粉流量测量和火焰图像处理等领域

的杰出贡献，我很荣幸地当选为2011年国际电气

电子工程师协会院士（IEEE Fellow）。

回顾自己从上清华以来三十年所走过的路，

我觉得我每一步都很幸运，但它确实充满了辛勤

的汗水。在国外工作的二十年里，我深深感受到

做为一个外国人的创业艰辛。同时，我深情地感

谢母校清华的培养。八年的清华教育给我打下扎

实的专业基础，而且使我学到了严谨求实的工作

作风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此外，清华拥有教

学技能精湛且品德高尚的教师，他们的言传身教

和为人师表对我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今后的路还

很长，但无论我走到哪里，清华精神都将激励着

我，“清华人”是我最骄傲的名字。

○ 陈道毅

远山的呼唤

我家乡的山村在离茅台镇约30公里的鲁班场

附近，当年彭德怀带红军在此打过惨烈一仗，在

自传里留下“攻鲁班场未克”的遗憾。1959年我

出生后即进入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幸亏大山上

有含淀粉的蕨根。父亲陈天扬在抗美援朝中负过

伤，后在商业部门工作，性格豪爽，“文革”期

间因家庭出身受到一些冲击。母亲李兴连出身书

香门第，舅舅们都受过很好的教育，二舅曾是台

湾有一定名气的画家。我有七年的学生时期是与

当小学教师的三舅李兴孝一起度过的，他以一部

鲁迅全集为伴。

尽管“文革”期间社会不重视学习，家里

仍尽全力为我创造学习条件。父亲期望我继承祖

父的医业，为我购置了从黄帝内经到全套医宗金

鉴等十多部医书。我十多岁时就开始背医学三字

经。我小时候书瘾很大，除三国、西游、水浒、

唐诗宋词外，还广泛阅读同学家里的中华活页文

选（古典文学），小学定的那份《科学实验》杂

志，中学图书室少量的藏书，甚至包括一本偏振

光的书。我还自制过简易显微镜观察细微生物。

也许因兴趣浓厚，我成了中学的数理化尖子。从

陈道毅

英国利物浦大学讲座教授。浅水动力学主要创始人之一。1984年清华水利系硕士毕业后留

校，并于1985年开始攻读博士学位，1988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后赴英

国，先后在曼彻斯特大学和利物浦大学任教职。2010年入选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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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人的风范。比如在研究生的答辩会上，名师钱

宁教授对学生一时转不过弯的问题总是多方启

发，从不故意刁难。在“文革”中，我们实验室

痛失一位大师，因此我们更能体会老师们的学术

生涯之不易。那时中国的科研条件还比较差，没

有设备和仪器，只好自己去创。研究生不能只靠

老师，更要依靠自己克服困难。这里需要的不光

是读书的能力，与人打交道的能力和组织能力都

是很重要的。我常常需要从外单位借来仪器，学

会后再帮他们培训使用人员作为回报。我们研制

的仪器后来还提供给外单位使用。

在校学习期间，我因研究创新能力较强而

得到重视，198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85年我

考上了我国河流海岸动力学界元老夏震寰教授的

博士研究生。在此期间还担任研究生的辅导员，

在研究生中有一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当时有些

师兄已开始自己创业，而我还认准学术之路，这

是由时代决定的我们那一代人的价值取向。走到

今天，我无悔于自己的选择，因为学习是我的乐

趣。能把工作和爱好合而为一，我觉得很幸运。

博士毕业前我联系到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博士

后职位，于1988年毕业后赴美。康奈尔大学是

美国顶尖的常春藤大学之一，坐落在美丽的五指

湖畔的小山顶上，有两条小河穿过校园，一边落

成瀑布，一边蜿蜒于深涧。学校离最近的城市有

一小时车程，是典型的乡下。这里的人们热情互

助，夏天在果园的路边，可见到一捆捆的木柴和

装有少量零钱的小箱，由路人自取自付，这就是

乡下人的信任。而在美国的大都市纽约，我遇到

过冷漠的目光，也遇到过一名黑人青年砸酒瓶的

“碰瓷”敲诈。我对美国正反两方面的感受都是

强烈的。

在学术上，康奈尔大学的土木与环境工程学

院在美国排前三名，有很好的学术氛围和科研条

件。我师从于JIRKA教授和BRUTSAERT教授

（美国工程院院士），负责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

和航空航天局的研究项目。博士后阶段是我学术

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时期我比博士生有

经验，比教师有时间，对科研可百分之百投入。

在此期间，我首次在实验室成功地重演了卫星观

测到的大气和洋流大尺度紊动水流结构，并找出

了浅水流中流态演变的控制参数；运用新的绝对

和相对稳定性理论成功地获得与天然观测和实验

室模拟吻合的计算结果，攻克了浅水动力学的浅

文革后期出版的《自然辩证法》中读到的生

物生生不息，浩瀚的宇宙等知识令我至今记忆尤

新。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正好我

15岁时高中毕业回乡开始学医。17岁自开诊所，

在方圆十多里小有名气，还与获救的少数民族寨

子的大哥结为兄弟。业余时，我熟读刚恢复出版

的《红楼梦》等书。虽然当时只是在乡间憧憬迷

茫的未来，但纵观上下五千年盛衰荣辱，一颗少

年的冲动之心日渐淡定，常以“不信天有神，有

志事竞成”而自励。尽管童年和青少年的经历使

我深知生活的艰辛，但乡亲们的诚实、互助和友

爱，使我的记忆中多是童年的快乐和温暖的爱。

那时农村的贫穷是大锅饭政策造成的，在那边远

的小山村里，仍有很多有才华的年轻人，只是因

缺乏文化食粮，才气被逐渐磨灭了，因此，我觉

得农村的文化建设很重要。

1977年首次高考时，我的成绩名列全县第

二，接近清华考分但没敢报，被录取到重庆建筑

工程学院（现重庆大学）城建系学习。我离开山

乡时除了一个小衣箱，还带上了让未来生活中充

满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我从来都以作为农民

的儿子而感到自豪。

那个年代是科学的春天，全社会都掀起学习

的热潮，许多同学熬夜苦读。我坚持锻炼身体，

按时睡觉，以充沛的精力带来高效率，因此学习

成绩优异，并多次竞赛夺冠，还在校报上介绍过

学习经验。1982年我考入清华大学的“王牌”水

利系【当时水利系的学部委员（院士）数占全

校三分之一】读硕士研究生，导师是余常昭教

授。

初到北京，无论是散步在美丽的荷花池畔，

或是沿京城古老的城墙骑车，我都沉醉在那无处

不在的历史和文化的韵味里。每天下午我和同学

们跑步直奔圆明园，在小树林里练拳脚，静听着

大水法石雕残迹对历史的倾诉，更让我们联想到

自己这一代的责任。

在清华，我的兴趣扩展到哲学和经济等。我

们曾组织了一个叫过程工程的研究生学术协会，

我任会长。因有农村泥土味的生活经历，我的性

格不太容易轻信和偏激，在研读一个新名词的含

义时，常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父老们焦黄的脸。

清华人务实而严谨的作风，纯朴的风气，都让我

感到亲切。学术大师们有诲人不倦的精神和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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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尾流问题这个多年来困扰科学家们的难题；至

今三次担任国际浅水动力学会议的科学顾问，被

公认为该新兴学科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并与美国

航天局(NASA)，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

合作开发区域水文模型。我赴美刚四年即通过工

作职位获得绿卡，随后同时得到美国国家实验室

和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聘任，经过考虑之后我选

择了有更大学术自由的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职，

开始了我的独立学术生涯。

作为中国的土博士，登上西方的洋讲台并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有幸在曼彻斯特大学雷诺教

授（雷诺数的提出者）工作过的实验室里一展身

手，斜对面就是今年发明石墨烯的两位诺贝尔物

理奖获得者和另一位早年发现原子射线的诺奖获

得者卢瑟福所在的物理系。以曼大水环境实验室

为依托，我得到了英国研究基金会的一系列研究

项目。在这里，我建立起自己的研究队伍，在学

术领域里冲刺。

2005年，我被聘任为利物浦大学的讲座教

授，这在英国相关领域中是首位华人获得这一职

位。曼彻斯特大学和利物浦大学都是英国名校俱

乐部RUSSELL（相当于美国的常青藤名校俱乐

部）的成员。这些年，在水环境、水信息，地

下和地表水污染、遥感等领域取得不少的研究成

果。比如首次从卫星遥感的中红外波段信号成功

地检测植物水；在微尺度流体和布朗运动的激光

检测，超高速图像获取、处理和传输等方面取得

重要突破。我还与国内多个高校和科研单位及英

美国家实验室开展合作，被聘请为中国自然科学

基金会评审委员会的海外特邀专家。

多年来，我与母校清华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995年，我作为大会秘书长，把联合国环境组

织的地下水污染讨论会安排在清华大学召开。杨

家庆副校长和Shoemaker教授任会议主席，多位

国家部委、高校、科研单位代表参加，在一定程

度上推动了中国对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的关注。

1998年，我与校友们一起成立了曼彻斯特清华校

友会并任会长，组织了不少活动，这是英国的第

一个清华校友会。后来我与别的地方校友会一起

成立了全英清华校友会并任副会长。2004年，我

获得了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会的杰出青年基金(海外

合作)并有幸与母校的王光谦教授进行合作。

多年的海外生活，不管在居住地还是旅游

在外，我都常常感受到人民的友善。就本质来

说，美国人、英国人和我们老家村里人其实没有

太大的区别。区别在于，西方越发达的国家，法

制越健全，人们遵纪守法的观念越强。同一部欧

盟环境法，在西北欧执行得不折不扣，在南欧就

被打折扣。中国落后于发达国家的不仅仅是经济

方面，家乡父老们还有不少观念和习惯落后于时

代，让他们赶上现代化的步伐是任重而道远的。

今年我入选“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

将有更多的机会走近我的故土。我考查了若尔盖

高原湿地，关注西南大干旱，四川震后的地质灾

害，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的水资源。每当看到被

污染的河流和被破坏的环境，我就回想起儿时的

自然景观，感到一阵阵心疼，也意识到自己的责

任。把“逐利”这个代表人性某一方面的怪兽放

出来后，这些年人们一方面创造了经济奇迹，另

一方面也破坏了环境，该把笼子收紧一点了。

“衣食足，礼仪兴”的古话代表人们温饱后更高

层次的需求，应该再加上“环境清”。今天当我

把目光投向熟悉的高山时，已超越了对造化钟神

秀的诗意歌颂，而关注用所学知识科学地保护这

珍贵的资源，合理和适当地用于为人民造福。

高山，我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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